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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基本机制是适应和减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决策基础。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可以通过生产

力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进行量化。 采用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青海省境内基于遥感的现实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Ｒ）和气候驱动

的潜在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Ｃ），量化了高寒生态系统的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和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然后

探讨了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变化，并分别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分析了其基本机制。 结果表明：（１）基于 ＮＰＰＲ

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脆弱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度脆弱的模式，脆弱性从东南向西北由不脆弱依次递增到极度脆弱等级。 （２）耕
地的脆弱性较低，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指数分别为－１．３１ 和－０．９３，这是由于其适应水平较高而敏感性较低；森林次之，指数为

－１．１８（ＮＰＰＲ）和－１．０６（ＮＰＰＣ）；草原的指数为－０．１７（ＮＰＰＲ）和－０．１７（ＮＰＰＣ）；而荒漠的脆弱性较高，指数为 ０．７７（ＮＰＰＲ）和 ０．７８
（ＮＰＰＣ），这是由于其敏感性较高，适应性较低。 （３）基于 ＮＰＰＲ的高寒草地的脆弱性有两个温度阈值（ －２．２±０．８）℃和（５．５±
０．８）℃，一个降水阈值（３８７±４５．６）ｍｍ，两个干旱指数阈值为（１４．２±２０．２）和（７８．２±２０．２）。 而基于 ＮＰＰＣ的脆弱性也发现了同样

的阈值，并且数值相似。 阈值表明最佳气候条件下，生态系统将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较低的敏感性，即较低的脆弱性。 但如果

气温较低或较高，或者降水较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将会更高。 （４）人类活动对东部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产生了强烈的影

响，但就整个青海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影响在区域平均水平上较小。 这项研究表明，在高寒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气候条件决

定了脆弱性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应该被视为生态保护决策的理论基础。 此外，本研究发现的阈值将为生态系统生态学提供

一个案例研究，并应在世界各地的脆弱生态系统中广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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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ｖａｒｙ
ｂｕ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加剧，脆弱性成为研究全球变化的一个中心问题［１］，并且在描述和

预测生态系统对气候情景的反应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 以往的研究表明每种生态系统的稳态都

存在生态阈值［３—４］，位于临界阈值附近的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微小环境变化的影响［５］ 而发生退化［６—７］。 因

此，评估生态系统脆弱性，确定生态系统脆弱性发生的阈值，是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实现生态系统可持

续的关键和基础［８］。
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是生态系统在其演变过程中对外界干扰具有的敏感反应和自我恢复能力［９—１０］，是

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和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函数。 敏感性体现了生态系统对胁迫或干扰的响应程度［１０—１１］，
适应性则是调整生态系统以最大限度地缓解或应对这种变化的不利影响的能力［６，１２］，因此更高的敏感性和更

低的适应性将导致一个更加脆弱的生态系统。 敏感性和适应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程度，
同时也决定了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变化及其阈值。 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评估了

生态系统脆弱性，如综合指数法［１３］、情景分析法［１４］ 等。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了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

布［６，１５—１７］，而对于生态系统脆弱性发生的阈值关注较少。 Ｍａｒｔｅｎ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等人认为，在达到阈值之前，生态系

统的状态可能几乎没有变化，而一旦超过阈值，系统会转向另外一种状态［１８］。 因此，通过分析生态系统的敏

感性和适应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探讨生态系统脆弱性发生的阈值，是预测气候扰动导致的生态风险的关键。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生态系统的演替进程，因此探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也愈发困难［１９］，不少学者以放牧强度来量化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由于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形

式的人类活动影响［２０—２１］，导致了此类方法难以在较大尺度内准确评估。 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为干扰（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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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寒草原的影响加剧，导致了高寒草原的生产力及生物多样性下降［２２］，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并威胁到生态

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因此有必要评估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索消除或减轻负面影响

的措施。
为了量化生态系统脆弱性大小、明确生态系统脆弱性发生转变的阈值区间、探讨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

脆弱性的影响，本研究以青海省为研究区域，采用能够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
作为特征量［１４，２３］，选择对气候变化具有较高敏感性［１７，２４］和脆弱性［２５—２６］的青海省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

象。 本研究的目标是：（１）分析青海省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和不同类型生态系统以及不同草地类型的

生态系统脆弱性；（２）分析生态系统敏感性和适应性对气候因素的响应机制，得到生态系统脆弱性发生的临

界阈值区间；（３）评估人类活动对青海省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１　 研究区域概况

青海省（８９°３５′—１０３°０４′Ｅ 和 ３１°３０′—３９°１９′Ｎ）是青藏高原重要组成部分，总面积约 ６．９７×１０５ ｋｍ２，多年

平均气温约为－１．２６℃，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３８６．９７ ｍｍ。 区域内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及面积占比：农田生态系

统（１．２３％）、林地生态系统（４．０７％）、草地生态系统（５６．２４％）和荒漠生态系统（３３．８９％）。 主要草地类型为高

寒草甸和高寒草原，占草地总面的 ８０％以上（图 １）。

图 １　 青海省多年平均年均气温、年平均降水、ＬＵＣＣ 和草地类型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ＵＣ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ＵＣＣ：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变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１．１　 ＮＰＰ 数据

ＮＰＰ 数据是通过空间插值的气象数据和遥感数据输入 ＧＬＯＰＥＭ⁃ＣＥＶＳＡ 模型计算得到的［２７］。 输入模型

的数据包括 ＦＰＡＲ 数据、气象数据、土壤质地数据以及数字高程模型数据（ＤＥＭ）等。 基于卫星遥感的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８ 年 ＦＰＡＲ 数据，通过空间插值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算法，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 ＧＩＭＭＩＳ ＮＤＶＩ３Ｇ 数据反演

的 ＦＰＡＲ 与 ＭＯＤＩＳ 的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 ＦＰＡＲ 数据产品（ＭＣＤ１５Ａ２）融合。 ＦＰＡＲ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时间分辨

率为 ８ ｄ［２７］。 叶面积指数数据来自于 ＭＣＤ１５Ａ２ 提供的陆地植被 ＬＡＩ 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时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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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为 ８ ｄ。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 ＳＲＴＭ（ｓｈｕｔｔｌｅ 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８］。 土壤质地数据来自刘明亮的全国

土壤质地数据［２９］。
ＮＰＰ 数据通过站点的长期监测牧草产量数据作为验证，模型验证结果详见左婵等［２７］ 和王春雨等［３０］。

ＮＰＰ 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时间分辨率为 ８ ｄ，并根据每 ８ ｄ 数据计算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的年值

ＮＰＰ 数据。
２．１．２　 气象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的气象数据（气温和降水）采用全国 ７５３ 个和周边国家 ３４５ 个气象台站观测

数据，通过光滑薄板样条算法的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插值软件内插得到的［３１］，插值的数据分别能解释 ９４％和 ７７％的气

温和降水空间变异［３２］。 气象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时间分辨率为 ８ ｄ［３３］，并根据每 ８ ｄ 数据计算得到空

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的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数据。
２．１．３　 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了 ２０１８ 年全国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数据（ＬＵＣＣ）。 数据由 ２００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的土地利用和

覆盖产品（ＬＵＣ０５）用于改进 ＭＯＤＩＳ 土地覆盖产品，具有更高的精度，根据全局交叉验证分析表明结果具有

７５％的分类精度［３４］。 其中，土地利用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２．１．４　 草地类型数据

各类草地类型数据来自于《１∶１００ 万中国草地资源图集》 ［３５—３６］，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模拟

基于光能利用率，利用植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质总量减去自养呼吸（Ｒａ）得到 ＮＰＰ ［３０］：
ＮＰＰＲ ＝ＰＡＲ × ＦＰＡＲＲＳ× ε∗× σ － Ｒａ （１）
ＮＰＰＣ ＝ＰＡＲ × ＦＰＡＲＣＬ× ε∗× σ － Ｒａ （２）

式中，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分别表示卫星遥感的现实 ＮＰＰ 和气候驱动的潜在 ＮＰＰ；ＰＡＲ 为光合有效辐射；ＦＰＡＲＲＳ为

现实 ＦＰＡＲ；ＦＰＡＲＣＬ通过气候变量模拟 ＬＡＩ 获得，ＦＰＡＲＣＬ利用比尔定律计算为［３０］：
ＦＰＡＲＣＬ ＝ １－ｅ－ｋ×ＬＡＩ （３）

ＦＰＡＲＣＬ为气候变量驱动的潜在光合有效辐射比率；ｋ 为消光系数，取值 ０．５；ＬＡＩ 为叶面积指数。
２．２．２　 脆弱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的计算

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被定义为生态系统对扰动（气候变化）的响应程度。 本研究以 ＮＰＰ 作为生态系统功能

特征量，以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 ＮＰＰ 的年际波动来计算敏感性，反映每年 ＮＰＰ 相对于多年 ＮＰＰ 的平均值的离散

程度［１２，３７—３８］：

Ｓ ＝
∑

ｎ

ｉ ＝ １
｜ ＮＰＰ ｉ － ＮＰＰ ｜

ＮＰＰ
（４）

式中，Ｓ 表示生态系统敏感性，ＮＰＰ ｉ表示第 ｉ 年的 ＮＰＰ； ＮＰＰ 表示研究时间段内的 ＮＰＰ 的多年平均值；ｎ 表示

研究时间段内年份数（ｎ＝ ３７）。
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则以 ＮＰＰ 年际变率线性拟合趋势线的斜率表示［８，３８］：

ｙ＝Ａｘ＋ｂ （５）
其中公式（５）中的 Ａ，即生态系统适应性，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到［８］：

Ａ ＝
ｎ∑ｘｙ － （∑ｘ）（∑ｙ）

ｎ∑ ｘ２ － （∑ｘ）
２ （６）

式中，Ａ 表示生态系统的适应性；ｘ 表示时间序列；ｙ 表示 ＮＰＰ 的年际变率，即每年的 ＮＰＰ 减去多年 ＮＰＰ 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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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综合的结果，是敏感性和适应性的函数关系［１２，３７］：

Ｖ ＝ Ｓ － Ａ （７）
式中，Ｖ 代表该地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性；Ｓ 为生态系统敏感性；Ａ 为生态系统适应性。 为防止 Ｓ 和 Ａ 不在同一

纲量，对 Ｓ 和 Ａ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３９］。
本文采用分位数分级法［４０］，将脆弱性、敏感性、适应性分为 ５ 类，脆弱性为：不脆弱（ ＜－１．０３）、轻度脆弱

（－１．０３—－０．３６）、中度脆弱（－０．３６—０．３３）、重度脆弱（０．３３—１．０２）和极度脆弱（＞１．０２）。 敏感性为：不敏感

（＜－０．６３）、轻度敏感（－０．６３—－０．３３）、中度敏感（－０．３３—０）、重度敏感（０—０．４５）、极度敏感（＞０．４５）。 适应性

为：适应性低（＜－０．８６）、适应性较低（－０．８６—－０．３８）、中等适应性（－０．３８—０．０８）、适应性较高（０．０８—０．６８）、
适应性高（＞０．６８）。
２．２．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１） 趋势分析方法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青海省 ＮＰＰ 的年际变化趋势［４１］：

Ｓｌｏｐｅ ＝
ｎ∑

ｎ

ｉ ＝ １
ｉ × ＮＰＰ ｉ － ∑

ｎ

ｉ ＝ １
ｉ∑

ｎ

ｉ ＝ １
ＮＰＰ ｉ

ｎ × ∑
ｎ

ｉ ＝ １
ｉ２ － （∑

ｎ

ｉ ＝ １
ｉ）

２
（８）

式中，Ｓｌｏｐｅ 为 ＮＰＰ 的年际变化趋势，ｎ 为研究时间段内年份数（ｎ ＝ ３７）。 ＮＰＰ ｉ为第 ｉ 年的 ＮＰＰ。 当 Ｓｌｏｐｅ＞０
时，ＮＰＰ 年际变化呈增加趋势；Ｓｌｏｐｅ＜０ 时，ＮＰＰ 年际变化呈减少趋势。

（２） 滑动窗口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滑动窗口法，采用 ０．２℃的气温区间和 ２０ ｍｍ 的降水区间，计算滑动区间内敏感性和适应性的

平均值，得到敏感性和适应性随气温梯度和降水梯度变化的数据。 由于 ＮＰＰ 是受到气温和降水的综合作

用［４２］，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能够综合反映气温和降水的干旱指数（Ａ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分析了生态脆弱性对于干旱

指数的响应，计算公式如下［４２］：

ＡＩ ＝ Ｐ
Ｔ ＋ １０

（９）

式中，ＡＩ 为干旱指数，Ｐ 为多年平均降水，Ｔ 为多年平均气温。
滑动窗口参考了叶辉等人的计算方法［４３］：

Ｓｅｎｉ ＝
∑

ｎ

１
Ｓ

ｎ
（１０）

Ａｄａｉ ＝
∑

ｎ

１
Ａ

ｎ
（１１）

式中，Ｓｅｎｉ和 Ａｄａｉ分别表示第 ｉ 个滑动区间内的平均敏感性和适应性，Ｓ 和 Ａ 分别表示第 ｉ 个滑动区间内像元

的敏感性和适应性，ｎ 为第 ｉ 个滑动区间内 Ｓ 或 Ａ 的像元个数。
在分析敏感性和适应性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时，以全区多年平均气温和多年平均降水的 ２５％和 ７５％的

分位数，划分了低温区、中温区、高温区以及低降水区、中降水区和高降水区［４３］。
（３）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计算敏感性、适应性及脆弱性指数的差值来厘定人类活动影响［２７，４４］：
ＳＨＡ ＝ ＳＲ － ＳＣ （１２）
ＡＨＡ ＝ ＡＲ － ＡＣ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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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ＨＡ ＝ ＶＲ － ＶＣ （１４）
式中，ＳＲ和 ＳＣ分别表示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计算得到的敏感性指数。 ＡＲ和 ＡＣ分别表示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计算

得到的适应性指数。 ＶＲ和 ＶＣ分别表示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计算得到的脆弱性指数。 ＳＨＡ、ＡＨＡ和 ＶＡＨ分别表示人

类活动对于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的影响。 若 ＳＨＡ、ＡＨＡ、ＶＨＡ大于 ０，则表明人类活动增大了生态系统的敏感

性、适应性以及脆弱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ＮＰＰ 的时空变化

３．１．１　 空间格局

研究区域内 ＮＰＰ 呈现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布，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多年平均值分别为 ２２２．０ ｇ Ｃ ｍ－２ ａ－１和

３７２．４ ｇ Ｃ ｍ－２ ａ－１（图 ２）。 ４ 种生态系统的多年平均 ＮＰＰ 中，农田生态系统（６４０ ｇ Ｃ ｍ－２ ａ－１）略高于林地生态

系统（５５２．２７ ｇ Ｃ ｍ－２ ａ－１），草地生态系统（２９４．９７ ｇ Ｃ ｍ－２ ａ－１）次之，荒漠生态系统（６４．６８ ｇ Ｃ ｍ－２ ａ－１）最低。
总体而言，青海省 ＮＰＰ 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且大部分地区 ＮＰＰ 较低。

图 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间青海省 ＮＰＰ 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ＮＰＰ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８

ＮＰＰＲ：现实净初级生产力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ＮＰＰＣ：潜在净初级生产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１．２　 年际变化

在近 ３７ 年中，研究区域内气温和降水分别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相应的导致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也呈波动上升趋

势（图 ３）。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整体上分别以每年 ２．０６ ｇ Ｃ ｍ－２ ａ－１（Ｒ２ ＝ ０．６５，Ｐ＜０．０１）和 １．９８ ｇ Ｃ ｍ－２ ａ－１（Ｒ２ ＝ ０．４８，

Ｐ＜０．０１）的速率显著增加，最低值均出现在 １９８２ 年，分别为 １８２．７１ ｇ Ｃ ｍ－２ ａ－１和 ３２１．３９ ｇ Ｃ ｍ－２ ａ－１。

３．２　 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格局及对气候的响应

３．２．１　 空间格局

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敏感性、适应性、脆弱性的空间格局（图 ４）和不同等级面积占比（表 １、表 ２、表 ３）。 基

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数分别为（－０．０８±０．０５）和（－０．０２±０．０７），均处在中度敏感等级，空间格

局上呈东南向西北递增的趋势；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适应性指数分别为（ －０．１２±０．１３）和（ －０．１４±
０．１１），均处在中等适应性等级，空间格局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适应性极低和适应性较低的区域主

要集中在环柴达木盆地和青海省西北部；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为（０．０４±０．１５）和（０．１０±
０．１２），均处在中度脆弱等级，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趋势。 青海省生态系统整体呈现出“中度

敏感—中等适应—中度脆弱”，但青海省西北部和环柴达木盆地则呈现出“极度敏感—低适应—极度脆弱”，
应当被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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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间青海省 ＮＰＰ、降水、气温年际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ＰＰ，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８

表 １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青海省生态系统敏感性不同等级面积占比 ／ ％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８

敏感性等级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不敏感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轻度敏感
Ｍｉｌｄ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中度敏感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重度敏感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极度敏感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Ｒ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４ １９．９８ １９．８０
ＳＣ １８．５４ １７．３１ １９．３２ ２３．３８ ２１．４６

　 　 ＳＲ：基于 ＮＰＰＲ的敏感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Ｃ：基于 ＮＰＰＣ的敏感性 ＮＰＰＣ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表 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青海省生态系统适应性不同等级面积占比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８

适应性等级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适应性极高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适应性较高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中等适应性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适应性较低
Ｌｅｓｓ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适应性低
Ｌｏｗ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ＡＲ ２９．３７ １２．３６ １４．８９ １６．９１ ２６．４７
ＡＣ ２８．２５ １０．５７ １３．８９ １８．７７ ２８．５３

　 　 ＡＲ：基于 ＮＰＰＲ的适应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Ｃ：基于 ＮＰＰＣ的适应性 ＮＰＰＣ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表 ３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 年青海省生态系统脆弱性不同等级面积占比 ／ ％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２ ｔｏ ２０１８

脆弱性等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不脆弱
Ｎｏ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轻度脆弱
Ｍｉｌｄ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中度脆弱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重度脆弱
Ｓｅｖｅｒ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极度脆弱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ＶＲ ３１．３２ ９．５８ １０．７３ １１．６３ ３６．７４
ＶＣ ３３．７５ ９．５１ １０．８８ １１．７７ ３４．０９

　 　 ＶＲ：基于 ＮＰＰＲ的脆弱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Ｃ：基于 ＮＰＰＣ的脆弱性 ＮＰＰＣ ⁃ｂａｓｅ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２　 主要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四种主要生态系统（农田、林地、草地、荒漠）的平均敏感性指数、适应性指数、脆弱性指数如图 ５。 四种生

态系统类型中，约占研究区域总面积 ３３．８９％的荒漠生态系统具有最高的敏感性、最低的适应性以及最高脆弱

性；而面积仅占研究区域总面积 １．２３％的农田生态系统，由于受到人类活动干预（水肥管理）而具有较低的敏

感性、较高的适应性和较低的脆弱性。
３．２．３　 主要草地类型的脆弱性

草地类型由东南向西北依次从高寒草甸、高寒草原过渡到高寒荒漠（图 １）。 主要草地生态系统的平均敏

感性、适应性、脆弱性差异较大（图 ６）。 敏感性中，敏感性最高为高寒荒漠和高寒荒漠草原。 适应性中，高寒

荒漠草原适应性最低，温性山地草甸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 脆弱性中，高寒荒漠和高寒荒漠草原的脆弱性最

０６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４　 青海省生态系统的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的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Ｒ：基于 ＮＰＰＲ 的敏感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基于 ＮＰＰＣ 的敏感性 ＮＰＰＣ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Ｒ：基于 ＮＰＰＲ 的适应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Ｃ：基于 ＮＰＰＣ的适应性 ＮＰＰＣ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ＶＲ：基于 ＮＰＰＲ的脆弱性 ＮＰＰＲ ⁃ｂａｓｅ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Ｃ：基于 ＮＰＰＣ的脆弱性 ＮＰＰＣ ⁃

ｂａｓｅ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高，高寒草原次之，温性山地草甸的脆弱性最低。 由于高寒荒漠和高寒荒漠草原主要分布在青海省的西北部，
严酷的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两种草地类型呈现高敏感性、低适应性和高脆弱性的状态。
３．３　 脆弱性对气候响应的转变阈值

研究区域内，草地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中温区和中降水区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低温区和低降水区的敏

感性则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图 ７）。 敏感性于年平均气温约为 １．２℃（ＮＰＰＲ）和 ５．６℃ （ＮＰＰＣ）以及年降水量约

为 ５２８ ｍｍ（ＮＰＰＲ）和 ５１２ ｍｍ（ＮＰＰＣ）达到最小值。 值得注意的是，ＮＰＰＲ的敏感性曲线在气温约为 ４℃是出现

峰值，这是由于在中降水区域的敏感性波动导致的，通过对应气温（４℃）与中降水（３１３．３８—４９９．２７ ｍｍ）的区

间，发现该区域主要沿湟水和黄河的分布。 在黄河沿岸，由于草地覆盖度较低，导致了较高的敏感性。 而湟水

周边为人口密集区，如西宁市，受到人类活动干扰较为强烈，也是这些区域有着相对较高的敏感性可能性。
研究区域内，草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与中温区和中降水区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低温区间和低降水区的

１６１　 １ 期 　 　 　 张庭康　 等：高寒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四种主要生态系统的平均敏感性、适应性、脆弱性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适应性则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图 ８）。 适应性随着气温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并于年平均气温约为

１．６℃（ＮＰＰＲ）和 １．２℃（ＮＰＰＣ）以及年降水量约为 ５０８ ｍｍ（ＮＰＰＲ）和 ５１２ ｍｍ（ＮＰＰＣ）时达到最大值。
敏感性和适应性共同决定脆弱性的变化及阈值。 本研究以中温区和中降水区来分析高寒草地生态系统

脆弱性的阈值（图 ９），基于 ＮＰＰＲ的高寒草地的脆弱性有两个温度阈值（－２．２±０．８）℃和（５．５±０．８）℃，一个降

水阈值（３８７±４５．６） ｍｍ，两个干旱指数阈值（１４．２±２０．２）和（７８．２±２０．２）。 基于 ＮＰＰＣ的高寒草地的脆弱性也

存在温度阈值（－２．３±０．９）℃，降水阈值（３７５±４４．１）ｍｍ 和干旱指数阈值（７０．３±２２．５）。 阈值表明最佳气候条

件下，即高于最低阈值或低于最高阈值，草地生态系统将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较低的敏感性，即较低的脆弱

性。 反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将会更高。
３．４　 人类活动对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计算的敏感性、适应性、脆弱性的差值来厘定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图 １０）。 结果表明，

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敏感性、适应性、脆弱性的影响程度较低，整体处于－１—１ 之间，分别占青海省总面

积的 ９０．１５％、８０．８３％、７９．３７％。 但是在局部区域，人类活动影响较为强烈。 如青海省东部地区，人类活动较

强的增加了敏感性指数和适应性指数，而西北部地区则较强的降低了敏感性指数和脆弱性指数。 此外，有四

处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为强烈的区域，分别位于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

自治州南部。 在海东市和西宁市，农田作为受到人类干预最为强烈的土地类型，虽然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是也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表现出较低的脆弱性，如在海东市，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农田生态系统的平均敏感

性指数为－０．２３ 和－０．９１；平均适应性指数为 １．４６ 和－０．２１；平均脆弱性指数为－１．６９ 和－０．７１。 在海南藏族自

治州，由于放牧强度较高，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人类活动主要增加了敏感性，降低了适应性，进而增加了脆

弱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西北部，以长江源园区为主，人类活动减小了敏感性从而降低了

脆弱性。

４　 讨论

４．１　 脆弱性的空间分布

本研究基于 ＮＰＰ 评估和量化了青海省生态系统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图 ４）。 在计算生态系统脆弱

性时，采用的是年 ＮＰＰ 而非生长季 ＮＰＰ。 虽然生长季直接影响着植被 ＮＰＰ 的积累［４５］，但是考虑到非生长季

对植被 ＮＰＰ 的影响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对植被物候的影响［４６］，本研究最终采用年 ＮＰＰ 作为研究生态系统脆弱

性的指标。
敏感性和脆弱性从东南向西北脆弱性递增，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１６，２０］，适应性则从东南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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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主要草地生态系统的平均敏感性、适应性以及脆弱性

Ｆｉｇ．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递减。 脆弱性指数较低的区域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这些地区海拔相对较低（７００—３７００ ｍ），年平均气温分

布在 ０—１０℃范围内，年降水量分布在 ３６０—５９０ ｍｍ 之间，高于青海省其他地区，由于气温和降水是影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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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敏感性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ＰＰＲ ａｎｄ ＮＰＰＣ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生长变化的基本环境因素［４７］，这种气候条件促进了植被的生长，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该地区的生态系统脆弱

性。 脆弱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青海省西北部，以高寒荒漠和高寒荒漠草原为主，这可能是由于高寒

草原区生产力水平较低［４８］。 这些区域平均海拔在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其中唐古拉地区平均在 ４７００—６７００ ｍ，年平

均气温在－２℃以下，年降水量在 ２００—３６０ ｍｍ 之间。 严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植被的生长，会导致植被稀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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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适应性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ＰＰＲ ａｎｄ ＮＰＰＣ ｔｏ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土层裸露，极易受到自然和人为压力的影响［４９］。 有研究表明，水分是荒漠地区生态－水文过程的关键影响因

子和主要驱动力，荒漠生态系统常表现出对水分变化较高的敏感性［５０］。 此外，植物群落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能

够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５１—５２］，具有较高的抵抗环境压力和人为扰动能力［５３］，而荒漠生态系统群落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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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温区和中降水区的敏感性和适应性响应曲线及脆弱性阈值

Ｆｉｇ．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物种组成稀少且种类分布极不均匀［５０］，因此荒漠生态系统表现出较低的适应性。 由于荒漠生态系统高敏感

性和低适应性的特点，荒漠生态系统则呈现出较高的脆弱性，这与冯起［５４］、赵旺林［５５］、Ｘｉａ［４９］、肖桐等［５６］的研

究结果一致。
敏感性和脆弱性的等级由东南向西北递增，但是它们的极高值却出现在青海省东部区域，并且以林地为

主，通过叠加人类活动的影响（图 １０），发现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极大值分布位置与人类活动影响较强的区域高

度重叠。 林地群落结构较为复杂，具有更加稳定的生态系统，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受到干扰的

生态系统比未受到干扰的生态系统对于气候变化更加敏感［５７］。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或脆弱性除了通过 ＮＰＰ 的年际波动和变化趋势表示出来，同时与生态系统群落结构

和组成有密切关系。 植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的主要提供者，能够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持续生产的物

质基础［５０］。 研究表明，生态系统可能会通过调节群落结构而适应气候变化，进而维持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稳定

性［５８］；由此表明虽然生态系统调节生态功能的机制存在不同，但生态系统生产力更具稳健性，也更能反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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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人类活动对敏感性指数、适应性指数、脆弱性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态系统功能变化。 此外，由于物种间存在异步性，导致了在环境波动下，一些物种多度减少（如适口的优良牧

草），另外一些物种的多度增加（如杂草等），造成群落总多度波动减弱或者趋于平缓，增加了群落的稳定

性［５９］。 Ｗａｎｇ 等人的研究通过对高寒草甸的长期实验观察也表明，植物功能群的异步性维持着植物群落生物

量的稳定性，减少了生物量的波动［６０］。 进而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保持了生态系统的功能的完整。 本文

基于卫星遥感的 ＮＰＰ 理论上既包括了群落结构变化导致的生产力变化，也包括了气候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

生产力变化，进而更为客观地量化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４．２　 敏感性和适应性对气候响应及脆弱性的阈值

每种生态系统都存在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阈值［６１］，在青藏高原地区的研究也表明高寒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存在响应阈值［１７，５６］。 本研究通过分析敏感性和适应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一步量化了草地生态系统脆弱

性发生的阈值区间。 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在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中存阈

值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代表了生态系统由脆弱向不脆弱以及由不脆弱向脆弱的突变，这表明了生态系统在面

对胁迫或者干扰响应中可能存在多种状态的转变［６２］。
由于受到诸多要素的影响，生态系统状态的转变（演替）是一个过程，因此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对于气温和

降水的响应应当被考虑为阈值区间：基于 ＮＰＰＲ的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气温下限为（－２．２±０．８）℃、上限为（５．５±
０．８）℃；降水下限为（３８７±４５．６） ｍｍ。 基于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气温下限为（－２．３±０．９）℃、降水下限为

（３７５±４４．１） ｍｍ。 根据阈值在空间中绘制出了脆弱区域与不脆弱区域的界限（图 １１），并与得到的脆弱性分

级中不脆弱等级分布范围较为一致（图 ４），不脆弱区域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较高值分布较为吻合。 此外，由脆

弱区向不脆弱区过渡中，主要的草地类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温性草原和高寒草甸为主转变为以高寒草原

和温性荒漠为主，这可能是由于在阈值点前后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以及承载力等发生变化［６３—６５］。 然而，本
文没有考虑极端高（低）温或极端高（低）降水对于敏感性和适应性的影响，这样减少了由于气温胁迫和降水

胁迫导致敏感性和适应性的极端变化的情况［６６］，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进一步开展极端气候变化下生态系统

敏感性和适应性响应研究。
通过研究生态系统敏感性和适应性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图 ９），得到了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两种模式下的脆弱

性模式（图 １２）。 在青海省草地生态系统中，脆弱性对气温和降水存在阈值下限（Ａ）和阈值上限（Ｂ），当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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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基于阈值点的脆弱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ｏｉｎｔｓ

图 １２　 敏感性、适应性以及脆弱性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点 Ａ 和点 Ｂ 之间时，系统展现出不脆弱。 就本研究而

言，青海省草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处于点 Ａ 和点 Ｂ 之

间，但是在青海省 ０．５℃ ／ １０ａ 的增温和 １．２９ ｍｍ ／ ａ 的降

水增量下，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

脆弱性的转变。
４．３　 人类活动的影响

在以往的对于脆弱性的研究中，主要以研究气候变

化对于脆弱性的影响，而较少对于人类活动进行量化。
已有对人类活动的评估中，主要采用了通过放牧强度来

进行评估［２０］。 本研究参考了左婵等量化人类活动对

ＮＰＰ 的影响的方法［２７］，以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敏

感性、适应性、脆弱性的差值量化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

影响。 结果表明了人类活动对敏感性、适应性和脆弱性

的影响较弱，但局部地区影响较大。 在东部区域，由于人口密集，放牧强度较高［６７］，导致了东部地区的敏感性

以增加为主。 虽然放牧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适应性［２０］，但是由于过高的放牧强度，提升的适应性不足以抵消

敏感性的增加，导致东部区域的脆弱性呈现增加的趋势。 而西部地区，由于人口稀少，加之 ２０００ 年以来实施

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６８］，长江源园区的敏感性呈降低趋势，进而降低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５　 结论

通过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年际变率及其变化趋势量化了青海省生态系统脆弱性，并着重探讨了气候变化对

于草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基于 ＮＰＰＲ和 ＮＰＰＣ的生态系统脆弱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度

脆弱的模式，脆弱性从东南向西北由不脆弱依次递增到极度脆弱等级。 （２）四种主要生态系统中，耕地的脆

弱性较低，森林次之，荒漠的脆弱性最高。 草地生态系统中，高寒荒漠草原的脆弱性最高，高寒荒漠次之，温性

山地草甸的脆弱性最低。 （３）基于 ＮＰＰＲ的高寒草地的脆弱性有两个温度阈值（－２．２±０．８）℃和（５．５±０．８）℃，
一个降水阈值（３８７±４５．６） ｍｍ，两个干旱指数阈值为（７８．２±２０．２）和（１４．２±２０．２）。 而基于 ＮＰＰＣ的脆弱性也

发现了同样的阈值，并且数值相似。 （４）人类活动对东部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就整

个青海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影响在区域平均水平上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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